本檔案未經整理
利瑪竇與教會本位化                                                         張春申
這是本屆神學研習會最後的一次演講，前面已經研討了利瑪竇神父的生平、靈修與傳教生活，以及如何應用有效的大眾傳播工具──中文著作，向當時社會的主流宣講基督的福音。因而發現在他身上有很多事與我們今日的傳教具有密切的關係。現在我願意自教會本位化的角度為四天演講的重要內容作一綜合。
首先心須聲明的：教會本位化是現代神學、傳教學的概念，我們並不想利瑪竇己有此概念。我們只能回顧利瑪竇的傳教生活，發現與教會本位化有關的因素；有的接近教會本位化；有的幾乎己是教會本位化的工作。所以，這一綜合一方面紀念他，另一方面針對現代而繼往開來。本文分三部分：
（一） 什麼叫做教會本位化。
（二） 利瑪竇傳教生涯中接近教會本位化的因素。
（三） 利瑪竇傳教生涯中呈現教會本位化面貎的因素。
一、麼叫做教會本位化
從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國主教團提出了「教會本位比」、「建設地方教會」這一口號。不過，「教會本位化」一詞今日己被極廣泛應用，凡是教會和當地文化有某種接觸，往往就稱它為本位化。為此傳教學上像適應、權宜等等有時都混稱為本位化。其實，教會本位化嚴格而論，至少包括下面的四個概念。
（1） 地方教會
教會有基本的兩面：一是教會的大公性，構成大公教會的因素，主要的就是保祿在厄弗所書中提出的：一個身體、一個聖神、一個希望、一主、一信、一洗禮、一位天父……（弗四4~6）。也就是說，教會無論在什麼地區、任何時間，都是這樣的大公教會。
另一面便是地方教會。它是生活在一個文化地域的天主子民。按照梵二大公會議「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第19號」，地方教會是「深入社會生活，和當地文相當和諧，並享有相當的穩固基礎」。 因此教會的種種大公因素，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深入當地社會生活中，其中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等等領域。地方教會不是處身在社會邊緣上，而是基督化了本地居民的生活。這是構成地方教會的首要條件；也等於說教會真實地影響、改變了當地的生活型態。
至於構成地方教會第二個重要條件就是與當地文化密切配合。教會的組織、禮儀、道理應用當地的文化求表達。當然，當地文化並非僅指狹義的哲學、文化、藝術；而是包括整個生活方式。在這裏已牽涉到很深的降生神學。聖言成了血肉，祂是真實的人、猶太人；同樣教會在耶路撒冷成為與猶太文化和諧的耶路撒冷教會；在格林多成為與希臘文化和諧的格林多教會。
教會雖是天主的團體，也是人間的團體，具體而言，構成地方教會的第三個條件是，應由本地信友組成，並在這些信友中，產生領導該地教會的聖統，物質和經濟方面，也由當地信友支持，這樣才能有相當穩固的基礎。
教會歷史的初期，大公教會與地方教會兩面，一般而論，保持得相當完美。尤其在保祿的著作中，一方面有大公教會的信念，另一方面呈現出地方教會的面貎。但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尤其當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分裂之後，大公教會遭受分裂之後，而西方在羅馬教會的强大影響下，尤其十一世紀之後，地方教會的色彩逐漸衰微。
利瑪竇的生活背景是十六世紀的歐洲，當時新教初期，猛烈攻擊羅馬教會和教宗的身分，導致羅馬公教會更强的中央集權，要求西方教會在道理、禮儀、管理上趨向一致化（不過，當時羅馬公教會也只限定在現在的歐洲地區。）。當然在這種氣氛中，神學界自然對地方教會不予以重視。利瑪竇便是受了這樣的神學培養。不過他的生活智慧以及他在天主聖神靈感中所表現的信仰意識，卻超過當時教會學的限度。換言之，地方教會的內涵，多多少少在他偉大的心靈中己有所感。試看他後來傳教生活的許多行動，便可以這樣肯定。
（2） 文化與宗教的神學
地方教會既然要與當地文化相和諧，顯然後者具有內在價值。為此假若一個教會的神學對當地文化既不欣賞，又不肯定其意義與價值，地方教會的概念自然不會提出。
教會初期對地方教會相當重視，同時神學上對文化與宗教足够積極。至少東方亞歷山大里亞的教父對希臘文化十分看重；若神學言語來說明，他們提倡所謂「聖言的種籽」理論。太初的聖這不斷地在人類歷史中行動著，不僅在以民中，也在其他文化中撒種。因此，這些教父們認為希臘哲學含有天主聖言的種籽。所以，教會在這個文化區很自然地配合當地文化，汲取其精華來表達自己的信仰生活。可見地方教會的本位化假定神學上積極地肯定教外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那麼，在利瑪竇時代對文化與其他宗教又有怎樣的一種神學呢？上面說過在利瑪竇時代，地方教會的意識低落，實在與當時神學界對文化與其化宗教的立場有關。十六世紀的歐洲神學繼承奧思定思想，承認基督宗教之外，在天主照顧下，人類可以有高尚的倫理生活。但對宗教而論，神學家認為：只有唯一真宗教（基督宗教）能教導人與天主來往的真理。消極而言，基督宗教外沒有救恩真理，其他宗教非但不能能引人得救，而且來自敗壞的人性，亳無救恩價值。這種神學理論實在影響利瑪竇後來對佛教、道教的態度。
今天梵二大公會議後的神學，一般而論，對所有的文化與宗教有非常積極的態度。在「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這一著名文件中，承認其他宗教也在天主的照顧下，也有尋求人類「得救」的真理。其次，「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中，對所謂文化有更廣的看法，包括政治、社會、經濟……，人類在天主的領導下，在各種領域中謀求人性的完成。這種新態度有利於地方教會的意識化，也引起建設地方教會的需要。
（3） 基督信仰以及文化與宗教
再進一步，所謂建設地方教會，實在建基於基督宗教面對文化與其他宗教的超越與內在兩面。教會是超越的；它本身不是文化；它來自天主，接受耶穌基督來自天主的啓示。所以作為宗教而論，它也是超越的，也因為它是超越的，便能內在於任何文化，甚至吸取其他宗教的因素，只要那些文與宗教的因素、與天主啓示的真理不相違背。因此，教會不單是超越文化，同時又能內在於文化，並且吸收其他他宗教的積極因素。超越與內在是教會面對文化與其他宗教的兩面，這是構成地方教會的重要關鍵。
（4） 教會本位化的理想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第21號」，把一個理想的地方教會很具體的描述出來。它是由基督信友組成的團體，在某一文化區中由足够的本地天主子民來領導；在信仰、禮儀、道理上配合當地文的思想型態:意即信仰表達、禮儀生活……各方面應當反映出這一文化的面貎。甚至教會的結構與新的職務，也能與本地文化配合。理想的地方教會面對本地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能够講出基督仰的訊息，讓人分享福音。正如故于斌樞機主教曾說過的:「中國基督化；基督中國化。」
利瑪竇在傳教的起始，當然不會有這樣成熟的概念，但他的信仰意識在天主聖神潛移默化下，卻不斷地發現傳教的正確方向，嘗試着不同的傳教活動；自今日的本位化角度看來，似乎多少都與建設地方教會有關。下面我們便分為兩方面加以探討。
二、利瑪竇傳教生涯中接近教會本位化的因素
儘管利瑪竇是一位知識份子，說着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能著書立說，但他絶下是一位傳教理論家。相反，他是一位非常實際的傳教士：他注意四周的環境和具體生活中的人，他那充滿傳播基督喜訊的心，不斷地摸索、觀察、尋找可行之道。最後他信仰經驗中發現的傳教途徑，遠比書房中想出的資料更為寶貴。
（1） 來自范禮安「視察」神父的指示
耶穌會士進入中國，最早到的地方是澳門。那時，領導東西傳教的是聞名的范禮安神父。他積極支持中國傳教士，而且為他們在傳教方面提出具有遠見的指示。他認為中國歷史悠久，文化崇高，人民溫文有禮，這樣一個優秀民族，不久一定能接受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堅決主張應當派遣最有學識，兼有德行並幹練的會士來中國。他的傳教政策是特別强調學習中國語言；另外在生活方面，也要儘量吸收當地善良的體俗。對傳教而論，在十六世紀，葡萄牙殖民勢力佔優勢的背景下，這實在是一個新的方向。
一五八三年，羅明堅和利瑪竇兩位耶穌會士同時進入中國，獲准居留肇慶。最初，他們遵照長上的訓示，以中國僧侶服飾出現。他們如何認真去做，不必多述。不過，他們為實現傳福意的理想，為接觸四周的人，接受當地習俗，應用本地言語，這只能說是「適應」，還談不到教會本位化。雖然他們在適應的工作上做了很多事，但只是藉此接觸旁人，還沒有肯定這些習俗的內在意義與價值。「適應」多少給人一種膚淺的印象。不過，實在而論，教會要本位化，第一步是適應，否則是緣木求魚。
面對今日建設地方教會，我們甚至在適應方面尚有斟酌的餘地。客籍傳教士，不用多論，即使本國弟兄弟姊妹，平常所使用的言語和表達的方式是否易為四周接受與了解？今日教會內像利瑪竇一樣，參與寫作行列的人的文字是否讀起來如同行雲流水，或者還是格格不入。這些最基本的適應作已經足够反省的了。
（2） 了解與學習本地文化
利瑪竇與瞿太素交往，因此獲得不少接近儒者、縉紳的機會，後來在南京和北京受到學者名流的崇敬。任何社會中都有所謂的「主流」，他們的言行影響整個社會的思想和行動。利瑪竇看出代表當時社會的主流人物是儒家的士大夫。假如他們接受福音，於是風行草偃，他人無形中也受福音的影響。
利瑪竇能抓住要點，通過主流宣講基督訊息，我認為這是走向本位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至於具體究竟有怎樣的影響就難以估計了（雖然在一六一O年，利瑪竇去世時，各地受洗的信友才有兩千五百人。）主流代表一個文化，他們受福音的感化，也就是一個文化的吸收福音。這是教會本位化的基本工作。
那麼，今日臺灣的主流是誰呢？當然主流也能是多元的。假如我們的教會一直處在社會邊緣，與主流不接近，實在談不上教會本位化。
（3） 改穿儒服後的「福音前導」
教會在傳教歷史中每一階段都有一些重要名稱，二十多年前，傳教學家提出「福音前導」這個專門名詞，這是日本傳教學家Alfonso M. Nebreda，S.J.在Kerygma in Crisis？一書中强烈提出的，傳播喜訊在傳教區事實上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那是因為傳播福音之前缺少準備工作：了解文化、接觸文化。所謂「福音前導」包含好多不同的內涵，或者自理性與傳統出發，先證明一些信仰假定的真理，如神的存在、賞善罰惡等等；或者指出教會的道理實在並不違反一個民族的傳統思想，甚至與他們的理論是互相配合的。
利瑪竇在他的朋友瞿太素的暗示及他自己的觀察下，決定改穿當時士大夫所穿的儒服；這是在利瑪竇整個傳教生活中極重要的轉捩點。從此，他與許多儒者談論學問、講論科學，並不直接談宗教問題。我們可以稱他的這種方法即是上面所說的「福音前導」。他的代表作「天主實義」，是當時標準的「福音前導」書，內容一一揭露中國的傳統文化絶不與他所傳的基督福音相衝突。

今日我們要深入社會，建立地方教會，「福音前導」實在有其必要。相信大家都可看出，教會在我國依舊遭受誤解；有的來自歷史，有的來自文化。除非我們做好「福音前導」的工作，難能引人接近教會。當然利瑪竇「天主實義」的純粹理性的方法，今日「福音前導」專家已有較新、較合乎教會本質的糾正與更新。不過某種程度的準備工作，為傳播福音之前常是需要的。即使有些教派認為不必準備，只要如同保祿一般直接傳報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就够了。不過這究竟是例外的態度，一般而論，我們還得如同利瑪竇一般，根據當代文化指出福音的可信性。

（4） 祭孔敬祖的權宣

有關祭札敬祖問題，利瑪竇時尚未產生以後中國教會的禮儀之爭。那麼他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我們說過，他不是一位在神學與傳教方面的理論家；他只是根據自己的觀察、詢問、以及在實際環境中的反省，認為那些習俗並非屬於某一宗教組織的禮儀，而是中國社會中的傳統。為他而論，並不含有迷信因素，因此他認為領洗後的基督徒可以參與這樣的祭孔敬祖。按幾位研究利瑪竇的專家的意見，利神父對祭孔敬祖的允准是權宜、通融（Accommodation）。就是說當基督信徒有更深的信仰生活之後，自然會棄置這一類的習俗，而專注於教會的禮儀生活；這便是所謂的「權宜」態度。

權宜、通融並非就是本位化；但是教會走向本位化目標的途徑中必須保持的態度。面對一個文化區域的習俗，除非顯明與信仰不合，不宜貿然判斷，抱着消極與敵對的立場。尤其在新教友中，權宜、通融是培植信仰的過程。

至於今日有些弟兄姊妹努力於地方教會的民間化，更需要權宜與通融的態度；不過後者不是妥協，我們的信仰是不容變質的。

（5） 對於中國宗教的態度，不易為今日教會本位工作者所欣賞

羅明堅神父認為中國人的宗教情操很深，渴望與神明來往；但是一般的老百姓的宗教生活中，摻雜着不少迷信的色彩。至於利瑪竇對於當時的中國宗教是很消極的，因為當時的神學論題否認其他宗教的價值。教會接受天主的啓示是唯一的真宗教；除了耶穌基督親自建立的教會外，其他宗教沒有來自天主的救恩真理。利瑪竇受了這樣的神學培養，自然對佛教、道教非常冷淡，甚至針鋒相對。那本有關宗教寫得最多的「天主實義」，對於佛教、道教只顧批判，缺少了解，他自己後來也對這種態度不滿，因為這樣徒然引起對方的惡感。

今日有些研究利瑪竇的學者，對於他要求教友毅然燒毁所有進教之前來自其他宗教的物品，不免表示惋惜。但是，利瑪竇究竟也是時代的產兒，無法超一切限度。

三、利瑪竇傳教生涯中呈現教會本位化面貎的因素

（1） 生活交談
利瑪竇到了南昌之後，廣結各界人士與之交友，進入士大夫階層與之來往，也就在生活中開始與學者溝通。由於一分實踐的天賦，或者我們可以說信仰的態度，便有了今天傳教學上相當欣賞的途徑。利瑪竇的尊重個人與謙虛的態度，不知不覺培養出今日教會中所說的「生活交談」。他無形中吸取了對方的優點。同時，在生活中不能不流露來自基督信仰的種種因素，對方不但景仰讚嘆利子的為人，在自己生活中都受了影響。他給予當時人有怎樣的印象呢？與他友善的一般朋友，甚至當時反對他的著作中，稱他是「西方聖人」。和利子相友善的汪建內說：「……非佛亦非老，飄然自儒風。」我們可以隱約想像一位流露儒者風度的利瑪竇。因此，具體而言，利瑪竇的傳教就是在他與人交往的實際生活中進行著。大家注意的一部著作：「交友論」，便是居住南昌時所寫的。作為一個對於交友如此了解之深的人，怎樣不會效法對方的品德，同時也表達自己的理想呢？雖然利瑪竇自己並沒有我們今日對「生活交談」的意識與肯定，但自今的傳教學看來，他的「生活交談」的影響卻又難以估計。

今日教會處身於多元世界中，我認為教會團體不該再限於思想交流的工作，而更是在生活各方面，平等接觸，根據福音思想提出自己的立場—―來自基督的立場，與別人分享，也誠意地願意聆聽和接受別的團體的看法，並在平等討論中互相觀摩，而各有影響。

（請詳閱：張春申，利瑪竇的生活交談，教友生活週刊，七十二年一月二十日，第四版）
（2）倫理學的本位化
利瑪竇閱讀中國古籍，同時與文人學士結交，根據自己的觀察，發現中國人是特別景仰道德，願意修德的人，而且行為良好（這當然是指那些與他接觸的人士），實在具有高度倫理生活。他在致澳門耶穌會副省長的信中清楚表示:「……有史以來，中國人就遵守人性的天理，較我們西方人還完善……。」利瑪竇自己認為在中國學人中間必須注意良好的生活，要求合乎中國人的倫理道德的標準。在當時中國學者眼中，利子是西方「聖人」，表示他的確已經具有合乎中國道德標準的人格了。總之，這是他作為基督信友，耶穌會士固有的修養，不過這修養是他在中國風土二十七年中吸取了許多東方儒家的特殊面貎。

利瑪竇時代，教會承認有關倫理道德，教會之外不乏天主的照顧而有良好的生活，他卻能吸收本地倫理思想，把信仰中的倫理貫穿和諧，這就叫倫理學的本位化。這在顧保鵠神父的演講中清楚地指點出來了。

倫理學本位化只是神學本位化的一環而已，今日我們正在努力發展的中國神學，可說四百年前利瑪竇已經起步了。

（3） 培植本地聖召

地方教會不只要求當地的天主子民，而且需要由本地信友負責教會的管理與傳教；換言之，地方教會必須培植本地神職人員、本地修士、修女。四百年前來華的耶穌會士已經重視此一工作，他們在澳門己經創辦類似今日備修院的團體。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不久便開辦初學院。這實在是建設地方教會的遠見之一。事實上，利神父在當時傳教生涯中，不少工作是由那些初期中國耶穌會士負責分擔的。尤其當一位外藉神父不便親自出面時，他的修士為他解決了好多困難問題。可惜，這方向在後來中國傳教史上沒有進展，反而處處受阻。

（4） 文化工作的教會幅度

明季首先將西洋文物和思想帶來中國的該是利瑪竇神父。另一方面，利瑪竇也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他實在是明季溝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

不過利瑪竇的文化工作中常有一個教會幅度；在當時教會學的角度中，他顯出自己是奉「教化皇」（教皇）東來中國。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對教宗的介紹已經表示他的意向了。這個最高位的教化皇，專門代替天主頒佈教令，以訓導世界為自己的職責，然而他不結婚，只選賢者繼位，其餘國家君王都臣服於他。他委託各地的導德賢明之士（主教們），在許多國家中代替教誨治理。這實在反映出中國傳統堯舜時代的理想。利瑪竇引入認識的教會，支持他所傳一切的可靠；但教會由於傳教士的工作與生活更加顯得可信。一方面由於他所介紹的教會的性質，使人了解他教導西方學術的動機與精神；他沒有別的企圖，只是為了傳道，這己經含有教會的大公精神。另一方面，利瑪竇在科學上的高水準，使人聯想到教會生活各方面的豐富，因而接近福音。實際上，利瑪竇的文化工作常與教會幅度連在一起。也就是說，教會面貎與文化工作相連，兩者之間構成密切的相互關係。

利瑪竇時代，文化工作的教會幅度為我們臺灣教會是一個啓示。一個吸引大眾的教會，具有遠大的理想，聖善的情操，高尚的道德，引起社會大眾對教會本身的肯定。假使我們要深入社會，建設地方教會，必須具有吸引社會大眾的面貎。同時，它的文化工作應有足够的品質。沒有前者，即使文化水準高，會使人懷疑教會文化工作的動機。沒有後者，即使教會的面貎好，會令人惋惜教會為什麼去做那種低水準的文化工作。所以傳播福音的教會幅度，今日更為傳教學所强調。

（請參閱：張春申，「利瑪竇對我國教會的啓示：文化工作的教會幅度」，神學論集（55），一九八三，三一~四一頁）。

結論

正如這篇演講開始時所說的，我們只是把本屆研習會所有題目自教會本位化角度作一綜合。利瑪竇神父在傳教生涯中所有的重要活動，直接或間接都可以與本位化相連，雖然他自所處的時代，尤其在神學界中，並不重視，甚至阻礙地方教會建設。因此，如果我們說利神父是傳教史上的先知實不為過。

不過，先知性的行動並非個人的創造，而是天主聖神的靈感，以及信仰意識的實現，而這一切需要靈修生活的配合。那麼利瑪竇的靈修、傳教靈修，實在是接受來自聖神靈感的田地。所以中國教會在紀念利子來華四百週年時，不但讚嘆他的傳教創舉，而且也應該則效他的靈修生活。

今年在主教團的號召下向外傳播福音，呼籲三萬人的歸依，但是必須教會團體先在信仰生活中扎根，培植一個當代的傳教靈修，方可奏效。

本檔案未經整理
